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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紧凑城市作为我国现今重要的城市规划理念，其是否影响城市空气污染，
将直接影响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进程。 本文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通过将城市紧凑度和

空气污染排放纳入内生增长模型，阐述了城市紧凑度对空气污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构造了城市紧凑度指标体系，采用 ２００４—２０１６ 年 １０５ 个城市

市辖区的数据，借助广义空间嵌套模型检验城市紧凑度与空气污染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

机制。 研究发现：城市紧凑度与空气污染呈现“倒 Ｕ 型”关系，当紧凑度达到一定临界点

后，提高城市紧凑度将有利于减少污染物排放。 此外，邻近城市紧凑度提升也将有利于本

地空气质量改善。 城市技术水平、能源消费可以作为城市紧凑度影响空气污染的中介变

量，其中，城市紧凑度通过提高城市技术水平和降低能源消费，从而减少城市空气污染排

放；城市紧凑度对空气污染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紧凑度与空气污染存

在显著的“倒 Ｕ 型”关系，但西部地区则不显著，且只有具有高密度开发和交通紧凑特征

的紧凑型城市才会抑制空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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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化率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１７􀆰 ９２％ 提高到了 ２０１９ 年的

６０􀆰 ６０％ 。 然而在城镇化率提高的背后，很多地方政府在粗放地扩大城市边界的同时，由于财政经

费有限而无法展开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因而由此带来“城中村”泛滥、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职住

分离等现象（Ａｒｔｍａｎｎ 等，２０１９） ［１］。 为此，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建设，改变城市开发方式

和改善城市环境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两个关键所在。 一方面，２０１５ 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首次提

出了“紧凑城市”的理念，旨在改变原有的以土地无序扩张为特征的“摊大饼”式城市开发方式；另
一方面，我国城市环境污染，特别是空气污染问题异常严峻（Ｚｈｕ 等，２０１９） ［２］，空气污染不仅会给

城市形象带来负面影响，甚至还会威胁城市居民健康（Ｅｂｅｎｓｔｅｉｎ 等，２０１７） ［３］。 那么紧凑城市是否

能够缓解空气污染，将是一个值得探究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这不仅有利于从理论上厘清城市紧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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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空气污染的影响机制，还将为我国精准治理城市空气污染、制定城市发展战略提供决策参考。
Ｄａｎｔｚｉｇ 和 Ｓａｔｔｙ（１９７３） ［４］ 最早提出紧凑城市的概念，认为紧凑城市是一种有效实现城市可持

续发展的空间策略，因而受到学术界的广泛讨论（Ｃｏｎｔｉｃｅｌｌｉ，２０１９） ［５］。 早期的研究集中在城市形态

（Ｂｕｒｇｅｓｓ，２０００） ［６］、土地利用（Ｂｒｅｈｅｎｙ，１９９７） ［７］ 和公共交通（Ｌａｕ 和 Ｃｈｉｕ，２００３） ［８］ 等方面。 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紧凑城市的环境效应。 例如，Ｃｈｅｎ 等（２００８） ［９］ 发现城市紧凑度和环

境污染程度呈现“倒 Ｕ 型”关系。 具体到空气污染，Ｓｔｏｎｅ（２００８） ［１０］ 利用美国 ４５ 个大都市圈的数

据，发现紧凑度越高的大都市圈其空气质量越好；Ｌｕ 和 Ｌｉｕ（２０１６） ［１１］利用 ２００８ 年中国 ２８７ 个城市

的遥感数据，通过地理加权回归发现城市紧凑度的提升将会导致 ＮＯ２ 和 ＳＯ２ 的柱密度下降。 另一

方面，Ｌｉｕ 等（２０１６） ［１２］利用我国 ３０ 个城市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１０ 年三年的面板数据，发现随着

城市紧凑度的提高，将会带来人口和工业的集聚，从而导致 ＰＭ１０ 浓度上升；Ｙｕａｎ 等（２０１８） ［１３］ 也

认为城市紧凑度的提升并不一定能降低 ＰＭ２􀆰 ５ 浓度。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学者普遍认可城市紧凑度与空气污染密切相关，但二者之间的具体关系却

存在争议。 而且现有文献大多从城市规划、环境学范畴展开研究，也仅仅描述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大多没有对内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 本文则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将城市紧凑度和空气污染纳入内

生增长模型，分析城市紧凑度对空气污染的影响，并进一步对城市紧凑度和空气污染之间的关系和

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本文将城市紧凑度和污染排放纳

入内生增长模型，通过数理模型在一般均衡框架下阐述了城市紧凑与空气污染存在“倒 Ｕ 型”关
系，并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影响机制；其二，本文采用更加一般性形式的广义嵌套空间面板数据模型

（ＧＮＳ 模型），在考察污染空间相关性的基础上，利用 ２００４—２０１６ 年 １０５ 个环保重点城市①的面板

数据检验了城市紧凑度与空气污染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
此外，在样本选择方面，我国环保统计数据的来源有两个：其一为工业企业自行上报的污染数

据，统计口径包含整个城市行政区划；其二为环保重点城市检测站检测得到的数据，数据口径仅限

市辖区（王敏和黄滢，２０１５） ［１４］。 从数据可信度的角度出发，显然后者的可信度更高。 本文聚焦于

城市紧凑度与空气污染之间的关系，由于我国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将市辖区作为统计口径也更加准

确，在实证中本文使用的其他变量统计口径也均为市辖区。 因此，在综合考虑数据可得性和研究可

靠性的基础上，本文选择 １０５ 个环保重点城市作为研究样本。

二、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１．理论模型

本文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将城市紧凑度和城市污染排放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分析城市紧

凑度对空气污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具体模型如下：
（１）最终产品生成部门。 最终产品生成部门的生成技术如下：

Ｙｔ ＝ ＡＬα
ｔ ∫Ｉｔ

０
ｘｔ（ ｉ） １－αｄｉ （１）

　 　 其中，０ ＜ α ＜ １；Ｙｔ 表示最终产品产出，本文假设初始最终产品产值为 １，即 Ｙ０ ＝ １；Ｌｔ 为生成

最终产品所需要的劳动，假设 Ｌｔ ＝ Ｌ，ｘｔ（ ｉ），ｉ∈［０，Ｉｔ］为 ｔ 期的中间产品，为了简化分析，本文假设

每一种中间产品的使用数量相同，记为 Ｘ ｔ，因而可以将中间产品视为模型经济中的资本品，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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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０３ 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制定了 １１３ 个环保重点城市，“十二”五规划调整了其中 ７ 个城市，又由于拉萨市的数据存在缺

失，故本文采用的研究样本为 １０５ 个城市。



社会中的总资本品为 Ｋ ｔ ＝ ＩｔＸ ｔ。 假设最终产品生产部门是完全竞争的，其行为选择为利润最大

化，即：

ｍａｘ｛Ｙｔ － ωｔＬｔ － ∫Ｉｔ
０
ｘｔ（ ｉ）ｑｔ（ ｉ）ｄｉ｝ （２）

　 　 其中，ωｔ 为劳动报酬，求解上述利润最大化问题，可以得到中间产品的需求函数为：
ｑｔ（ ｉ） ＝ （１ － α）ＡＬαｘｔ（ ｉ） －α （３）

　 　 （２）中间产品生产部门。 本文采用经典的中间产品生产部门分析框架，假设中间产品生产商

具有垄断地位，且拥有完全信息，因而采用完全垄断的定价策略，从而其面临如下利润最大化问题：
ｍａｘ｛ｑｔ（ ｉ）ｘｔ（ ｉ） － κ［ｘｔ（ ｉ）］｝ （４）

　 　 其中，κ［ｘｔ（ ｉ）］为生产 １ 单位中间产品的成本，为了进一步简化模型，假设其具有线性形式，即
κ［ｘｔ（ ｉ）］ ＝ ｘｔ（ ｉ） ＝ Ｘ ｔ。 利用式（３）所示的中间产品需求函数，得到中间产品定价策略：

ｑｔ（ ｉ） ＝ １ ／ １ － α （５）
　 　 进而可以得到中间产品生产商的利润函数：

πｔ（ ｉ） ＝ （α ／ １ － α）（１ － α） ２ ／ αＬＡ１ ／ α （６）
　 　 （３）Ｒ＆Ｄ 部门。 近年来，紧凑城市的创新效应逐渐被学术界关注，Ｈａｍｉｄｉ 等（２０１９） ［１５］ 认为紧

凑型城市具有的便捷公共交通和其他公共设施将会吸引创新人才，而多样化的城市功能和组成也

将提高城市的创新能力。 不仅如此，随着城市紧凑度的提高，人口和企业在空间上的集聚将会带来

更强的知识溢出效应，也能提高紧凑城市的技术水平。 本文通过城市创新成本将城市紧凑度对城

市创新的影响引入模型，具体如下所示：
＝ １ ／ η（φ） （７）

　 　 其中， 表示 Ｒ＆Ｄ 部门的创新成本，假设其为城市技术水平的倒数，η（φ）表示技术水平，φ 表

示城市紧凑度，根据上文的分析城市紧凑度将提升城市的技术水平，从而有 η′（φ） ＞ ０。
而在经典的内生增长模型中，Ｒ＆Ｄ 部门生产中间产品的技术，当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发明第

ｉ 种中间产品生产技术在 ｔ 期的价值应为该技术带来的总利润在 ｔ 期的贴现值，即：

Ｖｔ（ ｉ） ＝ ∑
∞

ｉ ＝ ０
πｔ ＋ｋ（ ｉ） ／ Π

ｉ

ｋ ＝ １
（１ ＋ ｒｔ ＋ｋ）　 　 　 　 　 　 　 　

＝ （α ／ １ － α）（１ － α） ２ ／ αＬＡ１ ／ α∑
∞

ｉ ＝ ０
１ ／ Π

ｉ

ｋ ＝ １
（１ ＋ ｒｔ ＋ｋ） （８）

　 　 其中，ｒｔ ＋ ｋ为 ｔ ＋ ｋ 期的利率，Ｖｔ（ ｉ）为技术在 ｔ 期的价值。 假设 Ｒ＆Ｄ 部门可以自由进出，在均衡

时，生产中间产品的技术在 ｔ 期的成本将等于该技术在 ｔ 期的收益，即：

＝ （α ／ １ － α）（１ － α） ２ ／ αＬＡ１ ／ α∑
∞

ｉ ＝ ０
１ ／ Π

ｉ

ｋ ＝ １
（１ ＋ ｒｔ ＋ｋ） （９）

　 　 由于技术成本外生决定，在经济处于稳态时，利率应是不随时间变化的常数，即：

ｒｔ ＝ ｒ ＝ （ α
１ － α）（１ － α）

２
α ＬＡ

１
α η（φ） （１０）

　 　 （４）消费者部门。 对于代表性消费者，假设其只消费最终产品，效用函数 ｕ（ ｃｔ）具有良好性状，
在 ｔ 期的消费为 ｃｔ，收入包括两部分：劳动报酬 ωｔ 和上一期储蓄得到的收入（１ ＋ ｒｔ）ｋｔ，从而消费者

行为可以用如下动态规划问题进行描述：

ｍａｘ
｛ｃｔ，ｋｔ＋１｝∞ｔ ＝ ０

∑
∞

ｔ ＝ ０
γｔｕ（ｃｔ）

ｓ． ｔ． 　 ｃｔ ＋ ｋｔ ＋１ ＝ ωｔ ＋ （１ ＋ ｒｔ）ｋｔ （１１）
　 　 其中，γ 为效应的贴现率，且 ０ ＜ γ ＜ １。

７

２０２０ 年 第 ９ 期



（５）城市空气污染。 根据 Ｘｉｅ 等（２０１９） ［１６］ 的研究，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空气污染存在显著

“倒 Ｕ 型”的 Ｋｕｚｎｅｔｓ 曲线关系。 宋弘等（２０１９） ［１７］还指出城市创新水平的提高还将优化清洁生产

技术，从而提高城市空气质量。 此外，Ｃｈｅｎ 等（２０１８） ［１８］、Ｗａｎｇ 等（２０１９） ［１９］ 均已验证城市能源消

费是导致污染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城市紧凑度又与能源消费紧密相关（Ｅｗｉｎｇ 和 Ｈａｍｉｄｉ，２０１５） ［２０］。
因而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中城市空气污染函数的形式如下：

Ｐ ｔ ＝ Ｐ［Ｙｔ，η（φ），Ｅ（φ）］ （１２）
　 　 其中，Ｐ ｔ 表示第 ｔ 期城市空气污染程度，Ｅ（φ）表示城市能源消费，且满足如下关系：

∂Ｐ ｔ ／ ∂η ＜ ０，　 ∂Ｐ ｔ ／ ∂Ｅ ＞ ０ （１３）
　 　 （６）模型求解。 通过求解上述模型，在经济处于稳态时，可以得到消费欧拉方程：

ｃｔ ＋１ ／ ｃｔ ＝ γ［１ ＋ （α ／ １ － α）（１ － α） ２ ／ αＬＡ１ ／ αη（φ）］ （１４）
　 　 进而可以得到稳态时城市空气污染程度为：

Ｐ ｔ ＝ Ｐ｛γｔ［１ ＋ （α ／ １ － α）（１ － α） ２ ／ αＬＡ１ ／ αη（φ）］ ｔ，η（φ），Ｅ（φ）｝ （１５）
　 　 将城市空气污染对城市紧凑度求导，可得：

∂Ｐ ｔ

∂φ ＝ Ｂ
∂Ｐ ｔ

∂Ｙｔ
η′（φ） ＋

∂Ｐ ｔ

∂η η′（φ） ＋
∂Ｐ ｔ

∂ＥＥ′（φ） （１６）

　 　 其中，Ｂ ＝ ｔγｔ［１ ＋ （α ／ １ － α）（１ － α） ２ ／ αＬＡ１ ／ α］ ｔηｔ － １（φ） ＞ ０。
显然，城市紧凑度与空气污染之间的关系取决于∂Ｐ ｔ ／ ∂Ｙｔ、∂Ｐ ｔ ／ ∂η 和 Ｅ′（φ）的符号与大小，而这

些变量又与城市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我国城市紧凑度经历了从低水平到高水平的过程，从而

∂Ｐ ｔ ／ ∂φ的系数也将存在阶段性变化，而深究其作用机制，本文拟从城市技术水平和能源消费两个维

度展开分析。
２．中介效应分析

（１）城市技术水平的中介效应分析。 城市紧凑度可以通过经济集聚、人口集聚、土地利用紧

凑和交通紧凑促进城市技术水平的提升。 企业和人口的集聚将通过共享、匹配和学习机制促进

知识技术的溢出效应，有利于绿色生产和环保技术的创新、交流与推广。 Ｈａｍｉｄ 等（２０１９） ［１５］ 指

出紧凑型城市所具备的多样化开发模式和便捷的城市交通将强化对创新人才和创新企业的吸引

力，土地利用方式多样化产生的多样化集聚也将有助于知识技术的溢出效应。 高效率的交通系

统和良好的道路通达性会降低时空距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人员交流和企业间知识技术的

溢出效应，进一步提升城市的整体科技创新能力。 因此，城市紧凑度的提高会促进城市技术水平

的提升，而城市技术水平的提升将会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尤其是治污与环保技术水平的

提升会减少污染排放和改善治污效果，进而有利于降低城市空气污染物排放（ Ｌｉｏｂｉｋｉｅｎｅ̇ 和

Ｂｕｔｋｕｓ，２０１７） ［２１］。
需要指出的是，城市技术水平提升所带来的环境改善效应可能存在滞后性。 由于企业实际

生产技术的改进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从而生产技术的更新换代往往存在滞后性（ Ａｇｕｓｔｉｎ 等，
２０１７） ［２２］ 。 尤其是，当环境规制较为宽松时，技术进步对环境的改善效应相对较弱 （ Ｌｉｕ 等，
２０２０） ［２３］ 。 我国相对落后地区的城市紧凑度相对较低，该类城市更倾向于通过降低环境规制以

促进经济增长，在短期内技术提升单纯地表现为生产规模的扩大，对城市空气质量的改善作用较

小。 随着经济增长和城市紧凑度的提升，政府和民众对环境规制的不断重视会倒逼企业推动技

术革新。 Ｄｏｕ 和 Ｈａｎ（２０１９） ［２４］指出，除了流动性较强的企业会选择迁移外，大部分企业将会选择

革新生产技术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废气排放，技术水平提升所带来的环境改善效应也将日

益显著。
由此可见，较低水平的城市紧凑度所促进的技术进步，对空气污染的抑制效应∂Ｐ ｔ ／ ∂η 往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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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较小，该阶段经济发展甚至会导致环境恶化，即∂Ｐ ｔ ／ ∂Ｙｔ ＞ ０；而随着城市紧凑度不断提升，其促进

的技术进步对空气污染的抑制效应将日趋显著，从而使∂Ｐ ｔ ／ ∂Ｙｔ ＜ ０，∂Ｐ ｔ ／ ∂η ＜ ０，也就是说，城市紧

凑度将会通过促进技术水平，进而显著减少城市污染排放。
（２）城市能源消费的中介效应分析。 作为城市污染物的主要来源，城市能源消费量将直接影

响城市空气污染排放水平。 而紧凑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对于城市能源消费存在异质性影响，从而

也将导致城市紧凑度对空气污染的影响存在阶段性变化。
首先，早期的城镇化建设往往是粗犷的人口和工业集聚，将会大幅提升城市能源消费水平

（Ｇａｉｇｎé 等，２０１２） ［２５］。 其主要表现为人口激增所带来的通勤交通、制冷取暖等生活能源消费，以及

随工业企业数量和规模增加而产生的工业能源消费大幅上升，即在该阶段城市紧凑度的提升将增

加城市能源消费，即，Ｅ′（φ） ＞ ０。
其次，随着城市紧凑度的进一步提升，人口与企业的集聚规模和密度持续增加，将有效缩小人

力资本隔离，提高能源集中利用效率，且集中生产有利于企业共建节能减排设施，也有利于政府进

行统一的环境督导和治理，从而抑制城市总体能源消费（邵帅等，２０１９） ［２６］。 与此同时，在居民日常

生活方面，紧凑型城市建设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节能效应：第一，能提高土地开发密度和土地混合

利用率，降低取暖等生活能源消费，如 Ｌｉｕ 和 Ｓｗｅｅｎｅｙ（２０１２） ［２７］通过数值模拟发现若都柏林市采用

紧凑型发展方式，居民取暖能耗将降低 １６􀆰 ２％ ；第二，能提高城市开发密度，有效缓解职住分离现

象，缩短居民日常和通勤出行的距离和时间（Ｙｅ 等，２０１５） ［２８］；第三，能提高公共交通效率和道路通

达性（Ｌａｕ 和 Ｃｈｉｕ，２００３） ［８］，导致公共交通对私家车出行的替代现象（Ｅｗｉｎｇ 和 Ｈａｍｉｄｉ，２０１５） ［２０］，
提高城市整体交通效率，减少交通能源消费，降低城区汽车尾气排放量（Ｙｕａｎ 等，２０１８） ［２９］。 也就

是说，紧凑型城市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城市紧凑度上升将会降低城市能源消费，进而降低空气

污染物排放，即在该阶段 Ｅ′（φ） ＜ ０。
由此可见，不同阶段的城市紧凑度还将通过城市能源消费影响城市污染排放，其中，在城市紧

凑度较低时，紧凑型发展将会促使城市增加能源消费进而增加城市空气污染物排放。 当城市紧凑

度达到一定阈值，紧凑型发展则将通过抑制能源消费进而改善城市空气质量。
（３）研究假设。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两个研究假设：
Ｈ１：城市紧凑度与城市空气污染呈“倒 Ｕ 型”关系，即随着城市紧凑度的上升，城市空气污染呈

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过程。
Ｈ２：城市紧凑度将通过影响城市技术水平和城市能源消费这两条路径影响城市空气污染，城

市紧凑度提高将会促进城市技术水平提升并最终降低空气污染，但其对于城市能源消费影响却呈

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过程。

三、 变量说明与实证策略

１．数据说明与指标构建

（１）城市紧凑度（ｃｏｍ）。 本文通过构造城市紧凑度指标体系对城市紧凑度进行测度。 随着对

紧凑城市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传统的通过简单城市形态进行测度的方法如城市周长与最小外接圆

周长之比（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１９７３） ［３０］等已很难反映紧凑城市日渐丰富的内涵，基于指标体系的测度目前

已逐渐开始被广泛使用（Ｌｅｅ 和 Ｌｉｍ，２０１８） ［３１］。 城市紧凑程度的测度主要是从人口、经济、土地、交
通等方面展开，包括高密度开发、土地利用紧凑、交通紧凑三个层面：

第一，以人口紧凑（集聚）和经济紧凑（集聚）为表征的高密度开发。 Ｇｏｒｄｏｎ 和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１９９７） ［３２］认为紧凑城市的本质就是高密度开发，而高密度开发会导致大量劳动力和企业集聚在城

市。 而人口紧凑程度可以用人口密度、居住密度、就业密度、人口增长弹性测度；经济紧凑程度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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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均产出、经济增长弹性、地均投入、地均产出测度。 这些指标均为正向指标。
第二，以土地开发强度大和土地利用方式丰富为表征的土地利用紧凑。 方创琳和祁巍锋

（２００７） ［３３］ 认为用地功能多样性也是紧凑城市的特征之一，这意味着需要在现有城市用地范围

内进行高强度开发。 而土地开发强度可以用市辖区开发强度、土地利用率测度；土地利用方式

多样性可以用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熵进行测度，其计算公式为 － ∑ｉ （ ｓｉ ／ Ｓ） × ｌｏｇ（ ｓｉ ／ Ｓ） ，其中，Ｓ
表示该城市市辖区总建设用地面积，ｓｉ 表示第 ｉ 种类型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城市建设用地类型

按《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ＧＢ５０１３７ － ２０１１） 》进行统一。 这些指标均为正向指

标。
第三，以公共交通系统效率高和道路通达性好为表征的交通紧凑。 《ＯＥＣＤ 紧凑型城市政策报

告 ２０１２》指出，紧凑城市应由公共交通系统连接城市功能区，Ｌａｕ 和 Ｃｈｉｕ（２００３） ［８］也指出土地利用

紧凑还将促使公共交通发展，Ｅｗｉｎｇ 和 Ｈａｍｉｄｉ（２０１５） ［２０］还认为公共交通等大运量交通方式在紧凑

城市中效率更高。 而公共交通系统效率可以用万人拥有公交车辆、万人拥有出租车数、公交平均客

运量测度；道路通达性可以用路网密度测度。 这些指标均为正向指标。
表 １ 城市紧凑度指标体系

层面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含义

高密度开发

人口紧凑程度

经济紧凑程度

市辖区人口密度 市辖区人口 ／ 市辖区面积

居住密度 市辖区人口 ／ 居住用地面积

从业人员密度 市辖区从业人员 ／ 市辖区面积

人口增长弹性 常住人口增长率 ／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增长率

市区人均 ＧＤＰ 市辖区 ＧＤＰ ／ 市辖区总人口

经济增长弹性 市辖区 ＧＤＰ 增长率 ／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增长率

单位面积投入强度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 市辖区面积

单位面积产出强度 ＧＤＰ ／ 市辖区面积

土地利用紧凑
土地开发强度

土地利用方式

市辖区开发强度 建成区面积 ／ 市辖区面积

土地利用率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 建成区面积

土地利用方式多样性 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熵

交通紧凑
公交系统效率

道路通达性

万人拥有公交车辆 城市公交车数量 ／ 市区总人口

万人拥有出租车数 城市出租车数量 ／ 市区总人口

公交平均客运量 公共汽电车客运总数 ／ 年末实有公共营运汽车

建成区路网密度 市辖区道路长度 ／ 市辖区面积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基于上述内容，本文从高密度开发、土地利用紧凑、交通紧凑三个层面出发，选择 １５ 个二级指

标，构造城市紧凑度指标体系，具体如表 １ 所示。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存在显著的城乡二元结

构，因而对城市紧凑度的测度均采用市辖区数据。 此外，为了避免主观权重的个人色彩，本文采用

较为客观的熵权法，具体步骤如下：
①数据标准化。 为了避免指标量纲的影响，先对指标进行去量纲化处理，公式如下：

ｘ∗
ｉｋ ＝ （ｘｉｋ － ｘｍｉｎ

ｋ ） ／ （ｘｍａｘ
ｋ － ｘｍｉｎ

ｋ ） （１７）
　 　 其中，ｘｉｋ表示 ｉ 城市的指标 ｋ，ｘｍｉｎ

ｋ 表示该指标的样本最小值，ｘｍａｘ
ｋ 表示该指标的样本最大值。

②计算指标熵权。 计算 ｉ 城市的 ｋ 指标的指标比重 ｙｉｋ ＝ ｘ∗
ｉｋ ／∑ｉｘ∗

ｉｋ ，进而得到其信息熵 ｅｋ ＝ － （１ ／
ｌｎ１５）∑ｋｙｉｋ ｌｎｙｉｋ和差异性系数 ｄｋ ＝１ － ｅｋ，从而得到其熵权 ｗｋ ＝ ｄｋ ／∑ｋｄ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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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计算城市紧凑度。 根据上文计算的熵权，城市 ｉ 的紧凑度为 ｃｏｍｉ ＝∑ｋｗｋｘ∗
ｉｋ 。

（２）城市空气污染（ａｐ）。 由于各城市的主导产业存在差异，因而城市的主要空气污染物也不

尽相同，为了综合测度城市空气污染，本文参考豆建民和张可（２０１５） ［３４］的研究，使用空气污染综合

指数测度城市空气污染。 具体而言，空气污染综合指数是基于 １０５ 个城市市辖区 ＳＯ２、ＮＯ２ 和

ＰＭ１０ 的年平均浓度数据通过熵权法计算得到的。
（３）中介变量。 根据理论部分的分析，城市技术水平（ ｒｄ）和能源消费（ ｅｃ）将作为城市紧凑度

影响空气污染的中介变量。 其中，城市技术水平采用市辖区科技支出占市辖区 ＧＤＰ 的比例进行衡

量；能源消费则参照 Ｄｈａｋａｌ（２００９） ［３５］的研究，采用如下公式进行测算：
ｅｃｉｔ ＝ ＧＤＰ ｉｔ × ＥＩＰｏｖｉｔ （１８）

　 　 其中，ＧＤＰ ｉｔ表示城市 ｉ 第 ｔ 年市辖区的生产总值，ＥＩＰｏｖｉｔ 表示该城市所在省份的能源消费强度。
（４）控制变量。 考虑到影响城市空气污染的因素众多，本文引入了如下一组控制变量：
①对外开放度（ ｆｄｉ）：采用市辖区 ＦＤＩ 占市辖区 ＧＤＰ 的比例进行衡量。 扩大对外开放将有利

于吸引国外高技术企业开展更清洁的生产活动，同时还会带来清洁生产技术的溢出，从而降低空气

污染（Ｄｅｍｅｎａ 和 Ａｆｅｓｏｒｇｂｏｒ，２０２０） ［３６］。 然而 ＦＤＩ 进入还可以源于发展中国家更低的环境规制水

平，从而导致“污染天堂”效应。 因此，对外开放度的系数符号不确定。
②环境规制（ ｌｅｒ）：采用 ＳＯ２ 去除率的对数进行测度。 随着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强，企

业环境遵从成本也将随之提高，而未迁移的企业只能通过采用清洁生产技术以减少排放降低成本，
进而改善城市空气质量（Ｗａｎｇ 等，２０１９） ［３７］。 因此，预期环境规制的符号为负。

③产业结构（ ｉｓ）：采用市辖区第二产业占比进行测度。 作为城市空气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来源

之一，城市第二产业占比与城市空气污染密切相关（Ｓｈｉ 等，２０１９） ［３８］，第二产业占比越大，越不利

于城市改善空气质量，从而预期该系数为正。
④绿化水平（ｇｒｅｅｎ）：采用绿化覆盖率测度。 Ｙｕａｎ 等（２０１８） ［３９］指出城市绿化率的提高将显著

提高城市空气质量，同时绿化水平还影响了一个城市自然生态环境的自我调节能力，因而预测该系

数为负。
（５）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 ２００４—２０１６ 年 １０５ 个城市，相关数据来自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文中将价值型变量数据

利用对应的价格指数，统一换算为 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格。 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数据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城市空气污染 ａｐ １３６５ ０􀆰 ４０５７ ０􀆰 １６１２ ０􀆰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城市紧凑度 ｃｏｍ １３６５ ０􀆰 １９８３ ０􀆰 １０７２ ０􀆰 ０４３０ ０􀆰 ８１１０

技术水平 ｒｄ １３６５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２９８

能源消费 ｅｃ １３６５ ２􀆰 ９２７５ ０􀆰 ４３２７ １􀆰 ５７０４ ４􀆰 ０６８６

对外开放度 ｆｄｉ １３６５ ０􀆰 ０３０８ ０􀆰 ０２８２ ０􀆰 ００００ ０􀆰 １８７８

环境规制 ｌｅｒ １３６５ ０􀆰 ４７１８ ０􀆰 ２４３６ ０􀆰 ０００３ ０􀆰 ９８２１

产业结构 ｉｓ １３６５ ０􀆰 ５０９１ ０􀆰 １１９４ ０􀆰 １５８９ ０􀆰 ９０９７

绿化水平 ｇｒｅｅｎ １３６５ ０􀆰 ３９３６ ０􀆰 ０６７６ ０􀆰 ０４００ ０􀆰 ９２８７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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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特征事实分析

本文绘制了 １０５ 个环保重点城市空气污染综合指数与紧凑度的散点图和趋势线（如图 １
所示） ，可以看出城市紧凑度与空气污染之间存在直观的“倒 Ｕ 型”关系；大部分城市的紧凑度

均处于较低水平，且位于拐点左侧，即随着我国城市紧凑度的提高，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城市空

气污染的治理压力依旧很大，但随着紧凑度的进一步提高，对空气污染的缓解作用将逐渐显

现。

图 １　 城市紧凑度与空气污染综合指数散点图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此外，本文还绘制了城市紧凑度与城市技术水平和能源消费的散点图及趋势线（如图 ２ 所

示）。 可以看出，随着城市紧凑度提升，城市技术水平也得到提高，而城市紧凑度与能源消费则呈

现“倒 Ｕ 型”关系。 以上内容可直观验证本文提出的两个研究假设。

图 ２　 城市紧凑度与城市技术水平、能源消费散点图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３．实证策略

城市空气污染的空间相关性目前已被大量文献验证（Ｌｉ 和 Ｚｈｏｕ，２０１９） ［４０］，忽略空气污染的空

间溢出效应可能导致估计出现偏差；此外，随着我国城市间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城市间经济、社
会、文化联系均不断加强，若仅引入空气污染和城市紧凑度的空间滞后项进行回归，回归残差项中

仍将很可能包含依旧存在空间相关性的因素。 Ｅｌｈｏｒｓｔ（２０１４） ［４１］ 进一步指出忽略这类空间相关性

同样也将导致估计出现偏误。 从而本文选择更加一般形式的广义空间嵌套模型（ＧＮＳ 模型）对研

究假设进行检验。 作为一般形式的空间计量模型，ＧＮＳ 模型能够捕捉各类空间溢出效应（张元庆

和陶志鹏，２０１７） ［４２］，根据（１５）式，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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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ｉｔ ＝ λ∑Ｎ

ｊ
ｗ ｉｊａｐｉｔ ＋ β１ｃｏｍｉｔ ＋ β２ｃｏｍ２

ｉｔ ＋ α∑Ｎ

ｊ
ｗ ｉｊｃｏｍｉｔ ＋ π１ ｒｄｉｔ ＋ π２ｅｃｉｔ

＋ ｘ′ｉｔθ１ ＋ υｉ ＋ ξｉｔ，

ξｉｔ ＝ ρ∑Ｎ

ｊ
ｗ ｉｊξｉｔ ＋ εｉｔ 　 　 　 　 　 　 　 　 　 　 　 　 　 　 　 　 　 　 　 　 （１９）

　 　 其中，ｗ ｉｊ表示空间权重矩阵的元素，λ 表示空气污染空间滞后项的回归系数，α 表示城市紧凑

度空间滞后项的回归系数，ρ 表示残差空间滞后项回归系数。 在不同系数设定下，其将退化为其他

空间计量模型，若 ρ ＝ ０ 则该模型退化为空间杜宾模型（ＳＤＭ 模型），若 λ ＝ ０ 则该模型退化为空间

杜宾误差模型（ＳＤＥＭ 模型）。
空间权重矩阵反映了城市间的空间相关性，地理距离较近或经济相似的城市间则更容易产生

溢出效应。 然而受限于数据可得性，本文的研究样本仅 １０５ 个城市，其中，很多城市在地理上呈现

“孤立状”，且本文的研究范围也只限于市辖区，从而地理邻接矩阵无法使用。 故而本文采用城市

间地理距离的倒数来反映其空间相关性，具体形式如下：

ｗ ｉｊ ＝
１ ／ ｄｉｊ，　 　 ｉ ≠ ｊ
０，　 　 　 ｉ ＝ ｊ{ （２０）

　 　 其中，ｄｉｊ为两城市之间的地理距离。 为了确保回归结果对空间权重选择的稳健性，本文还将使

用二值形式的地理空间权重，以及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作为稳健性检验，这两个权重矩阵的形式

分别如（２１）式和（２２）式所示：

ｗ（２）
ｉｊ ＝

１，　 ｄｉｊ ＜ ３００ｋｍ
０，　 ｄｉｊ ≥３００ｋｍ{ （２１）

ｅｗ ｉｊ ＝
（１ ／ ｄｉｊ） × （１ ／ ｜ 􀭰ｙｉ － 􀭰ｙ ｊ ｜ ），　 ｉ ≠ ｊ
０，　 　 　 　 　 　 　 　 　 　 　 ｉ ＝ ｊ{ （２２）

　 　 其中，􀭰ｙｉ 表示城市 ｉ 市辖区的年均 ＧＤＰ。
为了验证研究假设 Ｈ１，本文引入了城市紧凑度的一次项和二次项。 若其估计系数 β１ 显著为

正，β２ 显著为负，则表明城市紧凑度与空气污染之间存在“倒 Ｕ 型”关系；估计系数 α 则反映了周边

城市紧凑度对该城市空气污染的影响；若城市技术水平的估计系数 π１ 显著为负，则表明技术水平

的提升将会改善城市空气质量。 若能源消费的估计系数 π２ 显著为正，则表明能源消费的提升将

加重城市污染排放，进而部分验证假设 Ｈ２；ｘｉｔ为一系列控制变量，υｉ 为城市固定效应，ξｉｔ为可能存

在空间相关性的残差项，εｉｔ为随机扰动项。
此外，对于本文基准回归潜在的内生性挑战有以下几点说明：首先，由于数据可得性问题，本文

基于 １０５ 个城市市辖区数据进行研究，样本选择中并未对城市紧凑度进行特殊的约束性选择条件，
因而并不存在严重的样本自选择问题。 其次，与多数现有研究采用横截面数据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不同，本文的实证研究是基于空间面板模型展开，这能在很大程度上克服遗漏变量问题；此外，本文

还将通过安慰剂检验进一步探讨遗漏变量问题。 最后，考虑到城市紧凑度和空气污染具有双向因

果关系的问题，本文虽然在理论部分对城市紧凑度对空气污染的影响进行了数理阐述，但近年来的

研究发现空气污染将会对城市居民的行为产生显著影响（Ｃｈａｎｇ 等，２０１８） ［４３］，Ｑｉｎ 等（２０１９） ［４４］ 也

指出空气污染将影响城市间人口迁徙；为了解决由此双向因果关系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邵

帅等（２０１９） ［４５］的处理方法，采用 ＧＳ２ＬＳ 估计同时控制空气污染的溢出效应以及上述双向因果关

系的问题；本文还将利用滞后一期的城市紧凑度替换 ＧＳ２ＬＳ 方法的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基于假设 Ｈ２，城市紧凑度将通过城市技术水平、能源消耗对空气污染产生影响。 本文借鉴邵

帅等（２０１９） ［２６］的研究方法，通过将中介变量模型和空间面板结合进行检验，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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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ｉｔ ＝ λ∑Ｎ

ｊ
ｗ ｉｊａｐｉｔ ＋ 􀭹β１ｃｏｍｉｔ ＋ 􀭹β２ｃｏｍ２

ｉｔ ＋ α∑Ｎ

ｊ
ｗ ｉｊｃｏｍｉｔ ＋ ｘ′ｉｔθ１ ＋ υｉ ＋ ξｉｔ，

ξｉｔ ＝ ρ∑Ｎ

ｊ
ｗ ｉｊξｉｔ ＋ εｉｔ 　 　 　 　 　 　 　 　 　 　 　 　 　 　 　 　 　 　 　 　 　 （２３）

ｒｄｉｔ ＝ λ∑Ｎ

ｊ
ｗ ｉｊｒｄｉｔ ＋ β⌒１ｃｏｍｉｔ ＋ α∑Ｎ

ｊ
ｗ ｉｊｃｏｍｉｔ ＋ ｘ′ｉｔθ１ ＋ υｉ ＋ τｔ ＋ ξｉｔ，

ξｉｔ ＝ ρ∑Ｎ

ｊ
ｗ ｉｊξｉｔ ＋ εｉｔ 　 　 　 　 　 　 　 　 　 　 　 　 　 　 　 　 　 　 　 （２４）

ｅｃｉｔ ＝ λ∑Ｎ

ｊ
ｗ ｉｊｅｃｉｔ ＋ β⌒１ｃｏｍｉｔ ＋ β⌒２ｃｏｍ２

ｉｔ ＋ α∑Ｎ

ｊ
ｗ ｉｊｃｏｍｉｔ ＋ ｘ′ｉｔθ１ ＋ υｉ ＋ τｔ ＋ ξｉｔ，

ξｉｔ ＝ ρ∑Ｎ

ｊ
ｗ ｉｊξｉｔ ＋ εｉｔ 　 　 　 　 　 　 　 　 　 　 　 　 　 　 　 　 　 　 　 　 　 　 　 （２５）

　 　 其中，（１９）式、（２３）式、（２４）式，（１９）式、（２３）式、（２５）式分别构成城市技术水平和能源消费的

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过程；（２４）式、（２５）式还可以用来分别检验城市紧凑度对城市技术水平和能源

消费的影响。 中介效应检验的具体步骤如下：
①检验（２３）式中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 􀭹β１ 和 􀭹β２，若其显著，则表明存在中介效应。
②检验（２４）式和（２５）式中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 􀭵β１、􀭵β１ 和 􀭵β２，以及（１９）式中介变量的系数 π１、

π２，若其均显著则表明存在间接效应。
③检验（１９）式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 β１ 和 β２，若其显著则表明城市技术水平 ＼能源消费存在部

分中介效应，否则表明其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４．模型设定性检验

本文首先进行模型设定性检验。 检验分为两个部分：其一，分别对各年份的城市空气污染、城
市紧凑度进行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检验，结果如表 ３ 所示。 其中，第（１）列和第（４）列，第（２）列和第（５）列，第
（３）列和第（６）列分别采用地理距离空间权重、地理二值空间权重和经济地理空间权重进行检验。
可以看出，无论采用何种空间权重，空气污染和城市紧凑度均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
表 ３ 全局 Ｍｏｒａｎ􀆳Ｉ 指数值

年份
ａｐ ｃｏ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２００４
０􀆰 １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３８３∗∗∗

（０􀆰 ０００）
０􀆰 １３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６６∗∗∗

（０􀆰 ０００）
０􀆰 ２７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７０∗∗∗

（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０􀆰 ０６０∗∗∗

（０􀆰 ０００）
０􀆰 ２６８∗∗∗

（０􀆰 ０００）
０􀆰 ０８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８１∗∗∗

（０􀆰 ０００）
０􀆰 ３３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８２∗∗∗

（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０􀆰 ０４０∗∗∗

（０􀆰 ００１）
０􀆰 １７８∗∗∗

（０􀆰 ００３）
０􀆰 ０６８∗∗∗

（０􀆰 ０００）
０􀆰 ０５７∗∗∗

（０􀆰 ０００）
０􀆰 １８８∗∗∗

（０􀆰 ００２）
０􀆰 ０６３∗∗∗

（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０􀆰 ０７２∗∗∗

（０􀆰 ０００）
０􀆰 ２４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８８∗∗∗

（０􀆰 ０００）
０􀆰 ０６７∗∗∗

（０􀆰 ０００）
０􀆰 ２３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７０∗∗∗

（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０􀆰 ０３５∗∗∗

（０􀆰 ００４）
０􀆰 １３１∗∗

（０􀆰 ０２０）
０􀆰 ０５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５９∗∗∗

（０􀆰 ０００）
０􀆰 １９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６３∗∗∗

（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０􀆰 ０５３∗∗∗

（０􀆰 ０００）
０􀆰 １０４∗

（０􀆰 ０５０）
０􀆰 ０４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５９∗∗∗

（０􀆰 ０００）
０􀆰 １８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６２∗∗∗

（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０􀆰 ０４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８５∗

（０􀆰 ０８３）
０􀆰 ０３８∗∗∗

（０􀆰 ００２）
０􀆰 ０４６∗∗∗

（０􀆰 ０００）
０􀆰 １６０∗∗∗

（０􀆰 ００７）
０􀆰 ０４６∗∗∗

（０􀆰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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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年份
ａｐ ｃｏ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２０１１
０􀆰 ０７５∗∗∗

（０􀆰 ０００）
０􀆰 １８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８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４４∗∗∗

（０􀆰 ００１）
０􀆰 １５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４７∗∗∗

（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２
０􀆰 １５０∗∗∗

（０􀆰 ０００）
０􀆰 ３８８∗∗∗

（０􀆰 ０００）
０􀆰 １５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７）
０􀆰 １２１∗∗

（０􀆰 ０２９）
０􀆰 ０３８∗∗∗

（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３
０􀆰 １８３∗∗∗

（０􀆰 ０００）
０􀆰 ４５２∗∗∗

（０􀆰 ０００）
０􀆰 １７８∗∗∗

（０􀆰 ０００）
０􀆰 ０２８∗∗

（０􀆰 ０１４）
０􀆰 １１６∗∗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５）

２０１４
０􀆰 ２３５∗∗∗

（０􀆰 ０００）
０􀆰 ５７７∗∗∗

（０􀆰 ０００）
０􀆰 ２３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０）
０􀆰 ０９２∗

（０􀆰 ０７１）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６）

２０１５
０􀆰 ２６０∗∗∗

（０􀆰 ０００）
０􀆰 ６６９∗∗∗

（０􀆰 ０００）
０􀆰 ２６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２９∗∗

（０􀆰 ０１１）
０􀆰 ０７３

（０􀆰 １１６）
０􀆰 ０３６∗∗∗

（０􀆰 ００３）

２０１６
０􀆰 ２６７∗∗∗

（０􀆰 ０００）
０􀆰 ７４３∗∗∗

（０􀆰 ０００）
０􀆰 ２７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３１∗∗∗

（０􀆰 ００８）
０􀆰 ０８６∗

（０􀆰 ０８２）
０􀆰 ０３９∗∗∗

（０􀆰 ００１）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ｐ 值

资料来源：通过 Ｒ３􀆰 ５􀆰 １ 估计并整理

其二，检验采用何种形式的空间面板模型。 本文参照 Ｅｌｈｏｒｓｔ（２０１４） ［４１］ 的研究，首先，进行 ＬＭ
设定检验：通过 ＬＭ⁃ｌａｇ 和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ｌａｇ 统计量判断是否需要将空气污染的空间滞后项引入模型，
若显著则表明需要引入；通过 ＬＭ⁃ｅｒｒｏｒ 和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ｅｒｒｏｒ 统计量检验回归残差项是否存在空间相

关性，若显著则表明需要将残差的空间滞后项纳入模型。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ｌａｇ 和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ｅｒｒｏｒ 统计量更加稳健，所以当检验结果发生冲突时，以这两个统计量为准。 其次，利用空

间 Ｈａｕｓｍａｎ 统计量判断采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 表 ４ 列示了基准回归的检验结果，统计量均

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应当同时将空气污染和回归残差的空间滞后项引入回归模型，并采用固

定效应。 上述检验结果论证了本文回归模型的合理性。
表 ４ 基准回归的 ＬＭ 和空间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结果

ＬＭ⁃ｌａｇ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ｌａｇ ＬＭ⁃ｅｒｒｏｒ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ｅｒｒｏｒ 空间 Ｈａｕｓｍａｎ

统计量 １８１５􀆰 ５∗∗∗ １３􀆰 ３∗∗∗ １８９５􀆰 １∗∗∗ ９２􀆰 ９∗∗∗ ４５８􀆰 ２∗∗∗

Ｐ 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注：∗∗∗表示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通过 Ｒ３􀆰 ５􀆰 １ 估计并整理

四、 实证结果分析

１．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 ５ 列示了基准回归的结果，其中，第（１）和（２）列为不引入回归误差项的 ＳＤＭ 模型的估计结

果，第（３）和（４）列为 ＧＮＳ 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ＧＮＳ 模型具有更为优良的统计性质。 第第

（１）和（３）列为不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而第（２）和（４）列则为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

看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城市紧凑度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分别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为
负，这表明城市紧凑度与空气污染之间确实存在稳健且显著的“倒 Ｕ 型”关系；而城市紧凑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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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后项系数也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邻近城市的紧凑度提升将会抑制该城市的污染排

放。 在理论上，邻近城市紧凑度提高将对本地空气污染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方面，邻近城市紧

凑度提高，特别是集聚效应提高和城市交通改善，将会增强邻近城市对本地工业企业的吸引力，从
而产生能源消费的虹吸效应，进而降低该城市污染排放；另一方面，邻近城市紧凑度提升的吸引力

还表现在对本地人才的吸引方面，这将可能导致该城市技术水平发展相对缓慢，进而可能导致该城

市污染问题更加严重。 但从回归结果看，能源消费的虹吸效应在此过程中占主导地位。 此外，对于

紧凑度较高的城市，若其能有效改善空气质量，由于空气污染的流动性，以及绿色生产技术的溢出

效应，都导致邻近城市空气污染水平下降。
表 ５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ＳＤＭ ＧＮＳ

（１） （２） （３） （４）

ｃｏｍ
０􀆰 ３９７８∗∗∗

（０􀆰 １２３３）
０􀆰 ４７４２∗∗∗

（０􀆰 １２５０）
０􀆰 ３９０８∗∗∗

（０􀆰 １３５６）
０􀆰 ４６８２∗∗∗

（０􀆰 １３７８）

ｃｏｍ２ － ０􀆰 ６６１７∗∗∗

（０􀆰 １９２２）
－ ０􀆰 ７５３６∗∗∗

（０􀆰 １９３２）
－ ０􀆰 ６５０７∗∗∗

（０􀆰 ２０９１）
－ ０􀆰 ７５５０∗∗∗

（０􀆰 ２１１０）

ｒｄ
－ ６􀆰 ８５４９∗∗∗

（１􀆰 ４９３７）
－ ４􀆰 １０７８∗∗∗

（１􀆰 ５４９７）
－ ７􀆰 ０８０２∗∗∗

（１􀆰 ６１５０）
－ ３􀆰 ７８９１∗∗

（１􀆰 ６８００）

ｅｃ
０􀆰 ０５５０∗∗∗

（０􀆰 ０１０８）
０􀆰 ０７３５∗∗∗

（０􀆰 ０１１３）
０􀆰 ０６０４∗∗∗

（０􀆰 ０１２８）
０􀆰 ０７９４∗∗∗

（０􀆰 ０１３４）

ｆｄｉ
－ ０􀆰 ６１７８∗∗∗

（０􀆰 １５１６）
－ ０􀆰 ５８６６∗∗∗

（０􀆰 １６１５）

ｌｅｒ
－ ０􀆰 ０２７１
（０􀆰 ０１７２）

－ ０􀆰 ０４１２∗∗

（０􀆰 ０１８２）

ｉｓ
０􀆰 ０４４０∗∗∗

（０􀆰 ０１５０）
０􀆰 ０３２９∗

（０􀆰 ０１６９）

ｇｒｅｅｎ
－ ０􀆰 ２５９８∗∗∗

（０􀆰 ０５８５）
－ ０􀆰 ２５５５∗∗∗

（０􀆰 ０６１４）

Ｗ∗ｃｏｍ
－ ０􀆰 ４５３０∗∗∗

（０􀆰 １４７９）
－ ０􀆰 ４６０７∗∗∗

（０􀆰 １４８０）
－ ０􀆰 ５０７６∗∗∗

（０􀆰 １５１７）
－ ０􀆰 ５３７１∗∗∗

（０􀆰 １５１７）

λ
０􀆰 ８６２５∗∗∗

（０􀆰 ０２４５）
０􀆰 ８４３３∗∗∗

（０􀆰 ０２７６）
０􀆰 ６８８８∗

（０􀆰 ３８２８）
０􀆰 ６７９０∗∗

（０􀆰 ３１３８）

ρ
０􀆰 ６９３０∗

（０􀆰 ３８２４）
０􀆰 ６６３４∗∗

（０􀆰 ３３１６）

样本量 １３６５ １３６５ １３５６ １３５６

结论 倒 Ｕ 型 倒 Ｕ 型 倒 Ｕ 型 倒 Ｕ 型

　 　 注：∗、∗∗、∗∗∗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资料来源：通过 Ｒ３􀆰 ５􀆰 １ 估计并整理

空气污染空间滞后项的估计系数也均显著为正，说明空气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此外，基于 ＧＮＳ 模型可以看出残差空间滞后项的估计系数显著，则表明回归残差中亦包含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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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空间溢出效应的因素。 从而本文将重点关注 ＧＮＳ 模型，即对第（４） 列的回归结果展开讨

论。
在该模型中，“倒 Ｕ 型”的拐点为 ０􀆰 ３１０，即城市紧凑度超过该临界值将会抑制空气污染。 根据

本文的测算，在 ２０１６ 年仅有 １２ 个城市的紧凑度超过临界点，其中，位于东部区域的有北京市、上海

市、无锡市、泉州市、广州市、深圳市等六个城市，位于中部区域的有合肥市、郑州市、洛阳市、武汉

市、长沙市等五个中部城市；位于西部区域的城市为成都市。 这些城市大多为全国或区域型中心城

市，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该地区原有重污染企业或是外迁或是改进技术，且城市交通体系也

相对成熟，随着城市紧凑度的不断提高，其对空气污染的抑制效应将日趋显著。 此外，可以看到仍

有大量城市的紧凑度处于临界点左侧，这表明随着紧凑度的进一步提高，我国依旧面临较大的空气

污染治理压力。 而技术水平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技术水平进步将会提高环保治理技术，进
而降低城市废气排放；能源消费的系数显著为正，则表明能源消费确实是导致城市空气污染的重要

因素之一。 至此，本文的研究假设 Ｈ１ 得到验证。
此外，本文参照豆建民和张可（２０１５） ［３４］的研究，分别计算了包含控制变量的 ＳＤＭ 模型和 ＧＮＳ

模型中的城市紧凑度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在表 ６ 中列示，可以看出两种效应均在 １％的水

平下显著。 以 ＧＮＳ 模型为例，城市紧凑度的直接效应为 ０􀆰 ３８２９，而 ＧＮＳ 模型的估计系数为

０􀆰 ４６８２，其大于直接效应，这反映了本地城市紧凑度将会造成周边城市空气污染程度下降，而由于

污染具有流动性，周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也将提高本地城市的空气质量，即存在负向的反馈效应，
其为直接效应的 ２２􀆰 ３％ 。 另一方面，本地城市紧凑度对周边城市空气污染的间接效应为

－ ０􀆰 ７５８２，符号与城市紧凑度空间滞后项的系数保持一致，这也证明了周边城市紧凑度提高有利于

改善本地环境质量。
表 ６ 空间效应分解

空间效应 ＳＤＭ ＧＮＳ

直接效应
０􀆰 ３８９４∗∗∗

（０􀆰 ００１３）
０􀆰 ３８２９∗∗∗

（０􀆰 ００１７）

间接效应
－ ０􀆰 ７９１２∗∗∗

（０􀆰 ００３９）
－ ０􀆰 ７５８２∗∗∗

（０􀆰 ００５５）

总效应
－ ０􀆰 ４０１８∗∗∗

（０􀆰 ００４９）
－ ０􀆰 ３７５３∗∗∗

（０􀆰 ００６４）

　 　 注：∗∗∗表示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ｐ 值

资料来源：通过 Ｒ３􀆰 ５􀆰 １ 估计并整理

２．机制检验

本节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设 Ｈ２，具体过程遵照上述中介效应检验步骤，检验结果如表 ７ 所示。
其中，第（１）列为（２３）式的估计结果，城市紧凑度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分别在 ５％ 和 １％ 的水平

上显著为正、为负，这表明中介效应确实存在。 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城市紧凑度对城市技术水平的影

响，在根据设定性检验选择最优模型的基础上，对（２４）式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在第（２）列和第（３）
列中列示。 其中，城市技术水平的空间滞后项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我国城市间存

在显著的知识溢出效应。 且可以看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城市紧凑度的提高均会显著提升城

市技术水平，这与 Ｈａｍｉｄｉ 等（２０１９） ［１５］的研究结论一致。 同时根据基准回归的结果，可以得到城市

技术水平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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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影响机制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ａｐ ｒｄ ｒｄ ｅｃ ｅｃ

ｃｏｍ
０􀆰 ７６３６∗∗∗

（０􀆰 １３５８）
０􀆰 ００７２∗∗∗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４６∗∗∗

（０􀆰 ０００７）
４􀆰 １１６５∗∗∗

（０􀆰 ２７２４）
３􀆰 ４８８５∗∗∗

（０􀆰 ２５７７）

ｃｏｍ２ － １􀆰 ０８７５∗∗∗

（０􀆰 ２１３１）
＼ ＼

－ ４􀆰 ２９８５∗∗∗

（０􀆰 ４３１３）
－ ３􀆰 ６７０７∗∗∗

（０􀆰 ４０４１）

控制变量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Ｗ∗ｃｏｍ
－ ０􀆰 ７８３０∗∗∗

（０􀆰 １４８５）
－ ０􀆰 ０１６４∗∗∗

（０􀆰 ００２４）
－ ０􀆰 ００７１∗∗∗

（０􀆰 ００２２）
－ ４􀆰 ４３９７∗∗∗

（０􀆰 ３００３）
－ ３􀆰 １５６２∗∗∗

（０􀆰 ２８４８）

λ
０􀆰 ６９４６∗

（０􀆰 ４０４８）
０􀆰 ７４３８∗∗∗

（０􀆰 １７０４）
０􀆰 ８１０３∗∗∗

（０􀆰 １２８５）
０􀆰 ８１６６∗∗∗

（０􀆰 ０９８３）

ρ
０􀆰 ６８６６∗

（０􀆰 ４１７４）
０􀆰 ８７８８∗∗∗

（０􀆰 ０２３０）
０􀆰 ８０１３∗∗∗

（０􀆰 １４００）
０􀆰 ８３４２∗∗∗

（０􀆰 １１７４）
０􀆰 ８４１１∗∗∗

（０􀆰 ０９０９）

ＬＭ⁃ｌａｇ １７３４􀆰 ０∗∗∗ ３８６８􀆰 ９∗∗∗ ６１１􀆰 １∗∗∗ ３８１９􀆰 ８∗∗∗ １２０４􀆰 ８∗∗∗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ｌａｇ ４􀆰 ６∗∗ ０􀆰 １ １３１􀆰 ２∗∗∗ ６􀆰 ０∗∗ ４５２􀆰 ７∗∗∗

ＬＭ⁃ｅｒｒｏｒ １９２４􀆰 ４∗∗∗ ４０７３􀆰 ６∗∗∗ ５９３􀆰 ０∗∗∗ ３９８２􀆰 ２∗∗∗ １０３７􀆰 ３∗∗∗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ｅｒｒｏｒ １９４􀆰 ９∗∗∗ ２０４􀆰 ８∗∗∗ １１３􀆰 １∗∗∗ １６８􀆰 ３∗∗∗ ２８５􀆰 ２∗∗∗

Ｈａｕｓｍａｎ ６８􀆰 ６∗∗∗ １１􀆰 ８∗∗∗ ２２４􀆰 ５∗∗∗ ９􀆰 ２∗∗ １５９７􀆰 ５∗∗∗

样本量 １３６５ １３５６ １３６５ １３５６ １３６５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资料来源：通过 Ｒ３􀆰 ５􀆰 １ 估计并整理

而对于城市能源消费，表 ５ 第（４）列和第（５）列分别列示了不含控制变量和包含控制变量条件

下（２５）式的估计结果。 其中，能源消费的空间滞后项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则表明我国城市能

源消费也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城市紧凑度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为负，这与理论部分的预期结果相同，即城市紧凑度与能源消耗存在“倒 Ｕ 型”关系，但对于能

源消费，基于第（５）列可得到城市紧凑度的拐点为 ０􀆰 ４７５，值得注意的是，临界值大于城市紧凑度对

空气污染影响的临界值，也就是说，随着城市紧凑度的进一步提高，首先刺激技术水平提升产生空

气污染改善效应，而继续提升达到一定阈值后，才会产生能源消费的抑制效应。 这一结果也在一定

程度上预示了能源消费只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而基于基准回归的结果，亦可对此进行规范证明。 至

此，研究假设 Ｈ２ 得到验证。
此外，无论是对城市技术水平还是对于能源消费，城市紧凑度的空间滞后项的估计系数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从而证明了邻近城市紧凑度的提升将会对技术人才和能源消费产生虹吸作

用，且能源消费的虹吸作用相对较大，这也印证了基准回归的结果。
３．安慰剂检验

虽然本文加入了很多影响城市空气污染排放的控制变量，然而这并不足以囊括所有的城市特

征，且受限于数据，很多城市特征无法观测。 为了排除遗漏变量的影响，本文设计了如下安慰剂检

验，具体思路如下。
首先，根据（１９）式可以得到紧凑度系数的估计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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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１ ＝ β１ ＋ δ１ ×
ｃｏｖ（ｃｏｍｉｔ，ξｉｔ ｜ ψ）
ｖａｒ（ｃｏｍｉｔ ｜ ψ） 　 　 β^２ ＝ β２ ＋ δ２ ×

ｃｏｖ（ｃｏｍ２
ｉｔ，ξｉｔ ｜ ψ）

ｖａｒ（ｃｏｍ２
ｉｔ ｜ ψ）

（２６）

　 　 其中，ψ 表示所有的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δｋ，ｋ∈｛１，２｝表示不可观测因素对城市紧凑度的影

响。 若 δｋ ＝ ０ 则表明基准回归并不存在遗漏变量问题。 由于无法直接证明，本文借鉴宋弘等

（２０１９） ［１７］的研究，通过间接的安慰剂检验进行论证。 本文将不同城市的紧凑度进行随机分配，得
到虚拟的城市紧凑度 ｃｏｍＦａｌｓｅ

ｉｔ ，由于其随机性，故不会对城市污染排放产生影响，即 βｋ ＝ ０，若得到估

计系数 β^Ｆａｌｓｅ
ｋ 不为 ０，则表明基准回归将存在遗漏变量偏差，否则，则不存在。 为了避免小概率事件

的影响，将上述步骤重复 ５００ 次，得到 β^Ｆａｌｓｅ
ｋ 的核密度图，如图 ３ 所示。 可以看出，β^Ｆａｌｓｅ

１ 和 β^Ｆａｌｓｅ
２ 的分

布在 ０ 附近，这表明基准回归并不存在遗漏变量偏误。

图 ３　 安慰剂检验结果

注：图中虚线为基准回归中城市紧凑度一次项和二次项的估计系数

资料来源：通过 Ｒ３􀆰 ５􀆰 １ 估计并整理

４．稳健性检验

为了考察城市紧凑度对空气污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的稳健性，本文选择替换空间权重矩阵、
替换工具变量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分析。 表 ８ 列示了更换空间权重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城市紧凑度与空气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倒 Ｕ 型”关系；且相较于之前的机制检验，系数的显著性

和符号也均未改变，即城市技术水平和能源消费依旧存在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
表 ８ 更换空间权重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二值地理空间权重 经济地理空间权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ａｐ ａｐ ｒｄ ｅｃ ａｐ ａｐ ｒｄ ｅｃ

ｃｏｍ
０􀆰 ３７０１∗∗∗

（０􀆰 １１８５）
０􀆰 ７３７３∗∗∗

（０􀆰 １２０１）
０􀆰 ００４６∗∗∗

（０􀆰 ０００６）
３􀆰 ４８８５∗∗∗

（０􀆰 ２５７７）
０􀆰 ５３００∗∗∗

（０􀆰 １３６５）
０􀆰 ８２４６∗∗∗

（０􀆰 １３４０）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００７）
３􀆰 ４４４３∗∗∗

（０􀆰 ２５４１）

ｃｏｍ２ － ０􀆰 ５９５９∗∗∗

（０􀆰 １８３１）
－ １􀆰 ０３０８∗∗∗

（０􀆰 １９２１）
－ ３􀆰 ６７０７∗∗∗

（０􀆰 ４０４１）
－ ０􀆰 ８１３７∗∗∗

（０􀆰 ２０８１）
－ １􀆰 １４６４∗∗∗

（０􀆰 ２０９１）
－ ３􀆰 ５９４５∗∗∗

（０􀆰 ３９６９）

ｒｄ
－ ４􀆰 ０８６５∗∗∗

（１􀆰 ４６８６）
－ ３􀆰 ９６０７∗∗

（１􀆰 ６５６４）

ｅｃ
０􀆰 ０６５３∗∗∗

（０􀆰 ０１０７）
０􀆰 ０７８１∗∗∗

（０􀆰 ０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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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８

变量

二值地理空间权重 经济地理空间权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ａｐ ａｐ ｒｄ ｅｃ ａｐ ａｐ ｒｄ ｅｃ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Ｗ∗ｃｏｍ
－ ０􀆰 ４６５９∗∗∗

（０􀆰 １４００）
－ ０􀆰 ６７５１∗∗∗

（０􀆰 １４５３）
－ ０􀆰 ００７１∗∗∗

（０􀆰 ００２２）
－ ３􀆰 １５６２∗∗∗

（０􀆰 ２８４８）
－ ０􀆰 ６９３２∗∗∗

（０􀆰 １４８８）
－ ０􀆰 ９４９３∗∗∗

（０􀆰 １４４９）
－ ０􀆰 ００５９∗∗∗

（０􀆰 ００２１）
－ ３􀆰 ２９４３∗∗∗

（０􀆰 ２７８４）

λ
０􀆰 ５２１４∗∗∗

（０􀆰 ０２３４）
０􀆰 ８６４０∗∗∗

（０􀆰 ０２４６）
０􀆰 ７４３８∗∗∗

（０􀆰 １７０４）
０􀆰 ８１６６∗∗∗

（０􀆰 ０９８３）
０􀆰 ７２６６∗∗

（０􀆰 ３０２４）
０􀆰 ７３９９∗∗

（０􀆰 ３７６１）
０􀆰 ７７５２∗∗∗

（０􀆰 １７０４）
０􀆰 ８４２８∗∗∗

（０􀆰 ０９５９）

ρ
０􀆰 ８０１３∗∗∗

（０􀆰 １４００）
０􀆰 ８４１１∗∗∗

（０􀆰 ０９０９）
０􀆰 ７３４２∗∗

（０􀆰 ２９８８）
０􀆰 ７４０５∗

（０􀆰 ３７８２）
０􀆰 ８１６６∗∗∗

（０􀆰 １４５０）
０􀆰 ８５３１∗∗∗

（０􀆰 ０９４１）

ＬＭ⁃ｌａｇ ４７３􀆰 ４∗∗∗ ４７２􀆰 ３∗∗∗ ２４８􀆰 ６∗∗∗ ３５９􀆰 ７∗∗∗ １８３２􀆰 １∗∗∗ １７４９􀆰 ２∗∗∗ ６７１􀆰 ０∗∗∗ １２１４􀆰 ３∗∗∗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ｌａｇ １０􀆰 ８∗∗∗ ６􀆰 ５∗∗ ９１􀆰 ９∗∗∗ ２５７􀆰 ５∗∗∗ １１􀆰 ６∗∗∗ ３􀆰 ８∗ １３４􀆰 ９∗∗∗ ４５６􀆰 ２∗∗∗

ＬＭ⁃ｅｒｒｏｒ ４６２􀆰 ５∗∗∗ ４６６􀆰 ５∗∗∗ １７１􀆰 １∗∗∗ １４３􀆰 ７∗∗∗ １９２５􀆰 ３∗∗∗ １９５５􀆰 ８∗∗∗ ６８２􀆰 ６∗∗∗ １０６１􀆰 １∗∗∗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ｅｒｒｏｒ ０􀆰 １ ０􀆰 ７ １４􀆰 ３∗∗∗ ４１􀆰 ４∗∗∗ １０４􀆰 ８∗∗∗ ２１０􀆰 ４∗∗∗ １４６􀆰 ５∗∗∗ ３０３􀆰 ０∗∗∗

Ｈａｕｓｍａｎ ６６５􀆰 ８∗∗∗ ９９􀆰 ０∗∗∗ １９􀆰 ３∗∗∗ １５９３􀆰 ２∗∗∗ ９３３６６􀆰 ０∗∗∗ １１４􀆰 ７∗∗∗ ２３２􀆰 ３∗∗∗ １６６３􀆰 ３∗∗∗

样本量 １３６５ １３５６ １３６５ １３５６ １３６５ １３５６ １３６５ １３５６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资料来源：通过 Ｒ３􀆰 ５􀆰 １ 估计并整理

另一方面，虽然本文使用 ＧＳ２ＬＳ 方法能够一定程度上处理内生性问题，但其选择的工具变量

并不针对城市紧凑度和空气污染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 为了增强实证结论的可靠性和稳健性，本
文还将选择滞后一期的城市紧凑度作为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９ 所示。 可以看

出，变量估计系数的符号与显著性也与基准回归及其机制检验基本相同，这再次论证了本文回归结

果具有稳健性。
表 ９ 更换工具变量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ａｐ ａｐ ｒｄ ｅｃ

ｃｏｍ
０􀆰 ５９３７∗∗∗

（０􀆰 １０７２）
０􀆰 ７６６９∗∗∗

（０􀆰 １０７９）
０􀆰 ００４７∗∗∗

（０􀆰 ０００７）
２􀆰 １４８１∗∗∗

（０􀆰 ２３９４）

ｃｏｍ２ － ０􀆰 ９４６８∗∗∗

（０􀆰 １７９６）
－ １􀆰 １０６０∗∗∗

（０􀆰 １８３３）
－ １􀆰 ５９６１∗∗∗

（０􀆰 ４００３）

ｒｄ
－ ５􀆰 ５８６８∗∗∗

（１􀆰 ７０４５）

ｅｃ
０􀆰 ０８７５∗∗∗

（０􀆰 ０１２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Ｗ∗ｃｏｍ
－ ０􀆰 ３１３１∗∗∗

（０􀆰 １５８２）
－ ０􀆰 ５４０１∗∗∗

（０􀆰 １５８８）
－ ０􀆰 ００７０∗∗

（０􀆰 ００２９）
－ ３􀆰 １０２６∗∗∗

（０􀆰 ３７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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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９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ａｐ ａｐ ｒｄ ｅｃ

λ
０􀆰 ７１１９∗∗∗

（０􀆰 ２３７１）
０􀆰 ７３３４∗∗

（０􀆰 ２９０３）
０􀆰 ６７３９∗∗∗

（０􀆰 １８２８）
０􀆰 ７９９２∗∗∗

（０􀆰 １１０２）

ρ
０􀆰 ７２４９∗∗∗

（０􀆰 ２３３５）
０􀆰 ７１７９∗∗

（０􀆰 ３０９６）
０􀆰 ７５１０∗∗∗

（０􀆰 １５１５）
０􀆰 ８２６９∗∗∗

（０􀆰 １０１６）

ＬＭ⁃ｌａｇ １３１５􀆰 ４∗∗∗ １３０６􀆰 ３∗∗∗ ６１３􀆰 ８∗∗∗ ８７４􀆰 ８∗∗∗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ｌａｇ ３􀆰 ３∗ ３􀆰 ６∗ １０１􀆰 ４∗∗∗ ３８０􀆰 ２∗∗∗

ＬＭ⁃ｅｒｒｏｒ １３５６􀆰 １∗∗∗ １３５２􀆰 １∗∗∗ ６５０􀆰 ３∗∗∗ ６３８􀆰 ７∗∗∗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ｅｒｒｏｒ ４４􀆰 ０∗∗∗ ４９􀆰 ３∗∗∗ １３８􀆰 ０∗∗∗ １４４􀆰 １∗∗∗

Ｈａｕｓｍａｎ ６２１􀆰 ０∗∗∗ ２５３􀆰 ０∗∗∗ ４８􀆰 １∗∗∗ １０１９􀆰 ０∗∗∗

样本量 １２６０ １２６０ １２６０ １２６０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资料来源：通过 Ｒ３􀆰 ５􀆰 １ 估计并整理

５．异质性分析

（１）区域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各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本文还将研究样本进一

步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表 １０ 为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各个子区域间城

市紧凑度对空气污染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具体如下：
首先，对于东部区域，城市紧凑度的一次项和二次项均在 １％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为负。 这表

明在东部区域城市紧凑度与城市空气污染依旧存在“倒 Ｕ 型”关系，但拐点值低于基准回归的结

果。 这主要是由于东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环境规制程度也相对较高，从而技术进步的环境改

善效应更大，且也在更大程度上抑制城市能源消费。 此外，城市紧凑度的空间滞后项估计系数的绝

对值大于基准回归中的绝对值，这表明在东部区域，邻近城市紧凑度上升将更大幅度地改善邻近城

市的空气质量。 由于东部区域一体化程度较高，人口和企业在城市间迁移成本降低，从而一方面能

够放大能源消费的虹吸效应；另一方面也将促进绿色生产技术的空间溢出。
表 １０ 分区域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东部区域 中部区域 西部区域

Ｃｏｍ
０􀆰 ５０３６∗∗∗

（０􀆰 １６１０）
０􀆰 ８７３６∗∗∗

（０􀆰 ２３６４）
－ ０􀆰 ４１７８
（０􀆰 ３８０３）

ｃｏｍ２ － ０􀆰 ８１９１∗∗∗

（０􀆰 ２１９５）
－ １􀆰 ３２２７∗∗∗

（０􀆰 ４０９９）
０􀆰 ８６２９

（０􀆰 ８９０２）

Ｒｄ
－ ４􀆰 ２２３５∗

（２􀆰 ３６８６）
－ ５􀆰 ９４８０∗∗∗

（２􀆰 ００８６）
－ ５􀆰 １５２１
（３􀆰 ７２３６）

Ｅｃ
０􀆰 ０９７３∗∗∗

（０􀆰 ０１６７）
０􀆰 ０４６０∗∗

（０􀆰 ０１８９）
０􀆰 ０８５０∗∗∗

（０􀆰 ０１７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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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０

变量
（１） （２） （３）

东部区域 中部区域 西部区域

Ｗ∗ｃｏｍ
－ ０􀆰 ７０７３∗∗∗

（０􀆰 １５７０）
－ ０􀆰 ０４４４
（０􀆰 １９４５）

０􀆰 ７１５５∗∗

（０􀆰 ２８９０）

Λ
０􀆰 ７６５８∗∗∗

（０􀆰 ０３６０）
０􀆰 ５７０９∗∗∗

（０􀆰 ０６２５）
０􀆰 ８３８８∗∗∗

（０􀆰 ０２８５）

ＬＭ⁃ｌａｇ ５００􀆰 ５∗∗∗ ２２４􀆰 ９∗∗∗ １６３􀆰 ２∗∗∗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ｌａｇ ３２􀆰 ４∗∗∗ ９􀆰 ３∗∗∗ ３３􀆰 ０∗∗∗

ＬＭ⁃ｅｒｒｏｒ ４６８􀆰 ２∗∗∗ ２１５􀆰 ８∗∗∗ １３０􀆰 ４∗∗∗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ｅｒｒｏｒ ０􀆰 １ ０􀆰 ２ ０􀆰 ２

Ｈａｕｓｍａｎ ３２􀆰 ２∗∗∗ ２２８􀆰 ２∗∗∗ １９１􀆰 ０∗∗∗

样本量 ５９８ ４２９ ３３８

结论 倒 Ｕ 型 倒 Ｕ 型 无显著关系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资料来源：通过 Ｒ３􀆰 ５􀆰 １ 估计并整理

其次，对于中部区域，同样可以看出城市紧凑度和空气污染之间存在“倒 Ｕ 型”关系，但其拐点

值则大于基准回归，这是因为中部区域整体经济发展逊于东部，且技术基础也相对薄弱，从而中部

城市需要进一步的紧凑发展才能有效改善该城市空气质量。 此外，对于中部区域，城市紧凑度空间

滞后项的系数不显著，这很可能是中部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的结果。
最后，对于西部区域，城市紧凑度与空气污染之间并未形成显著的“倒 Ｕ 型”关系。 这可能

是由于在西部区域在经济发展中，其承接了大量来自中东部的污染密集型产业 （Ｗｕ 等，
２０１７） ［４６］ 。 而能源消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也表明西部区域的严峻空气污染问题很可能是污

染企业高能源消费所引发的。 此外，在西部区域，城市紧凑度空间滞后项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
是因为西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最低，因而地方政府更倾向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 而随

着邻近城市城镇化推进，经济发展水平也随之提高，本地经济增长压力将会相应增大，因而容易

产生环境规制的“逐底竞争”，从而增加本地污染企业份额，提高城市能源消费，进而导致空气质

量恶化。
（２）紧凑度特征异质性分析。 从紧凑城市所具备的高密度开发（ ｇｍｄｃｏｍ）、土地利用紧凑

（ ｔｄｃｏｍ）以及交通紧凑（ ｊｔｃｏｍ）这三个特征出发，进一步研究不同特征对城市污染排放的异质性影

响。 表 １１ 列示了不同特征的回归结果，其中，第（１） ～ （３）列分别为高密度开发、土地利用紧凑和

交通紧凑等特征对城市污染的影响。 可以看出，高密度开发特征和交通紧凑特征的一次项和二次

项系数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为负，而土地利用紧凑则不显著。 这表明城市紧凑度对空气污

染的抑制作用主要是由其高密度开发和交通紧凑特征导致的。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可能是随着

我国城镇化的高速推进，几乎所有城市发展均呈现土地开发强度高、土地利用方式多样的现象，而
不同城市高密度开发和交通紧凑的差异则会对创新人才和工业企业产生差异化的吸引力，从而造

成城市技术水平和城市能源消费的差异，进而导致城市间空气污染排放的异质性。 此外，仅有高密

度开发的空间滞后项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这主要是由于本文关注的是市辖区的交通紧凑问题，
且相较于人口和经济集聚，城市交通改善的虹吸效应相对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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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１ 不同城市紧凑度特征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ａｐ ａｐ ａｐ

ｇｍｄｃｏｍ ＼ ｔｄｃｏｍ ＼ ｊｔｃｏｍ
０􀆰 ４７８９∗∗∗

（０􀆰 １３１３）
－ ０􀆰 ０８７２
（０􀆰 ０８７５）

０􀆰 ３２５７∗∗∗

（０􀆰 １０５６）

ｇｍｄｃｏｍ２ ＼ ｔｄｃｏｍ２ ＼ ｊｔｃｏｍ２ － ０􀆰 ７９６２∗∗∗

（０􀆰 ２０８６）
０􀆰 ０７５５

（０􀆰 １１２８）
－ ０􀆰 ４５６２∗∗∗

（０􀆰 １３５６）

ｒｄ
－ ４􀆰 ０１５６∗∗∗

（１􀆰 ６７５２）
－ ４􀆰 １３７６∗∗∗

（１􀆰 ４６４８）
－ ３􀆰 ８０６８∗∗

（１􀆰 ６７６９）

ｅｃ
０􀆰 ０７５６∗∗∗

（０􀆰 ０１３６）
０􀆰 ０７８３∗∗∗

（０􀆰 ０１０２）
０􀆰 ０８８７∗∗∗

（０􀆰 ０１２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Ｗ∗ｇｍｄｃｏｍ ＼Ｗ∗ｔｄｃｏｍ ＼
Ｗ∗ｊｔｃｏｍ

－ ０􀆰 ５４５３∗∗∗

（０􀆰 １３７１）
－ ０􀆰 ００９７
（０􀆰 ０４３７）

０􀆰 １１２９
（０􀆰 １０６７）

λ
０􀆰 ６８１４∗∗

（０􀆰 ３００６）
０􀆰 ５２１１∗∗∗

（０􀆰 ０２３５）
０􀆰 ６７２４∗∗∗

（０􀆰 ２５４４）

ρ
０􀆰 ６６８８∗∗

（０􀆰 ３１５９）
０􀆰 ６４０９∗∗

（０􀆰 ２８１２）
ＬＭ⁃ｌａｇ １７７６􀆰 ８∗∗∗ ４５７􀆰 ８∗∗∗ ２０５０􀆰 ０∗∗∗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ｌａｇ １５􀆰 ７∗∗∗ ６􀆰 ３∗∗ ４７􀆰 ８∗∗∗

ＬＭ⁃ｅｒｒｏｒ １８５１􀆰 ６∗∗∗ ４５１􀆰 ７∗∗∗ ２０１２􀆰 ７∗∗∗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ｅｒｒｏｒ ９０􀆰 ５∗∗∗ ０􀆰 １ １０􀆰 ６∗∗∗

Ｈａｕｓｍａｎ ２６􀆰 ２∗∗∗ １３４􀆰 ６∗∗∗ ６９４􀆰 １∗∗∗

样本量 １３６５ １３６５ １３６５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资料来源：通过 Ｒ３􀆰 ５􀆰 １ 估计并整理

五、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从空间视角出发，对紧凑城市发展模式是否能够有效解决我国城市发展中存在的空气污

染问题进行了研究。 本文首先构造了包含城市紧凑度和空气污染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发现城市

紧凑度和城市环境污染之间呈现“倒 Ｕ 型”关系。 其次，本文借助更加一般性的 ＧＮＳ 模型，在同时

考察城市空气污染、城市紧凑度和回归误差项空间相关性的基础上，得到以下结论：（１）城市紧凑

度和空气污染之间存在“倒 Ｕ 型”关系，且邻近城市紧凑度提升将有利本地空气质量改善；（２）城市

技术水平、能源消费可以作为城市紧凑度对空气污染影响的中介变量，其中，紧凑型城市发展将通

过提高城市技术水平从而改善城市污染排放，而能源消费则随着城市紧凑度的提升呈现“倒 Ｕ 型”
关系，进而引起城市空气污染的同趋势变化；（３）城市紧凑度对空气污染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东部

和中部地区城市紧凑度与空气污染存在显著的“倒 Ｕ 型”关系，但西部地区则不显著，且只有具有

高密度开发和交通紧凑特征的紧凑型城市才会改善城市空气质量。
结合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１）以促进技术进步和节约能源消费为立足点进行紧凑城市规划。 本文的研究表明，当前我

国有少数城市的紧凑度已超过拐点值，因此可以预见，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其内在的空

气污染抑制效应也将逐渐明显。 而在具体的城市规划与贯彻落实中，尤其需要注意提高人口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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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集聚水平，以及改善城市交通设施，更有效地发挥技术进步对空气污染的抑制效应。 与此同

时，还要在城市规划中注重提高能源消费效率，优化能源结构，减少集聚效应对治理空气污染的不

利影响。
（２）以推进区域一体化为切入点发挥城市紧凑度对空气污染的抑制效应。 一方面要消除城市

间商品流动和要素流动壁垒，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放大清洁生产技术的溢出效应，进而改善城市空

气质量；另一方面，由于城市空气污染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从而治理空气污染必须遵循联防联治的

原则，构建统一的生态环境监管体系，完善区域间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区域间环境规制一体化，避免

出现“以邻为壑”的大气污染治理分割局面。
（３）根据不同区域的特征采用差异化政策。 对于东部区域，要积极发挥其领头羊作用，大力推

进紧凑城市建设，积极探索大气污染联防联治机制，并为其他区域积累经验。 对于中部区域，要抓

住中部崛起机遇，大力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强化城市间产业关联，实现区域协同发展。 对于西部

区域，要持续加强环境规制力度，同时以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作为紧凑城市建设的着力点，
有效降低污染产业份额。 此外，除了城市的紧凑度会对空气污染产生影响以外，外商直接投资、环
境规制、产业结构、绿化水平等也都会对空气污染产生显著的正向或者负向的影响。 因此城市在进

行环境治理时，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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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Ｅｌｈｏｒｓｔ，Ｊ．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Ｆｒｏｍ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ｔｏ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ｎｅｌｓ［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４．
［４２］张元庆，陶志鹏． 广义嵌套空间模型变量选择研究———基于广义空间信息准则［Ｊ］ ． 北京：统计研究，２０１７，（９）：１００ － １０７．
［４３］Ｃｈａｎｇ，Ｔ． ，Ｗ． Ｈｕａｎｇ，ａｎｄ Ｙ． Ｗａｎｇ．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Ａｉｒ：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Ｊ］ ．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８，８５，（３）：１６０９ － １６３４．
［４４］Ｑｉｎ，Ｙ． ，Ｊ． Ｗｕ，ａｎｄ Ｊ． Ｙａｎ．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Ｄｅａｌ ｏｎ ａ Ｐｏｌｌｕｔｅｄ Ｄａｙ：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９，９４：１６１ － １８７．
［４５］邵帅，李欣，曹建华． 中国的城市化推进与雾霾治理［Ｊ］ ． 北京：经济研究，２０１９，（２）：１４８ － １６５．
［４６］Ｗｕ，Ｈ． ，Ｈ． Ｇｕｏ，Ｂ． Ｚｈａｎｇ，ａｎｄ Ｍ． Ｂｕ． Ｗｅｓｔｗａｒ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ｗ Ｐｏｌｌｕｔｉｎｇ Ｆｉｒｍ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ａｎｄ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Ｃｈｏｉｃ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７，４５，（１）：１１９ － 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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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ｐａｃｔｎｅｓｓ ｏｎ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ＤＯＵ Ｊｉａｎ⁃ｍｉｎ１，２， ＴＡＯ Ｚｈｉ⁃ｐｅｎｇ１， ＷＡＮＧ Ｗｅｉ１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４３３，Ｃｈｉｎａ；
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ａｎｄ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４３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ｏｄａｙ􀆳ｓ 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ｐａｃｔ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ｒｅ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ｃｔ ｃｉｔｉｅｓ ｗｉｌｌ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ｗｅｖｅｒ，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ｐａｃｔ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ｐａｙ ｌｅｓ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ｐａｃｔｎｅｓｓ 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ｔ，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ｐａｃｔ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ｏｄｅｌ，ａｎ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ｐａｃｔ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ｅｌｐ ｏｆ ｔｈｉｓ ｍｏｄｅｌ，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ｐａｃｔｎｅｓｓ
ｈａｓ ａｎ “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ｕｒｂａｎ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ｐａｃｔｎｅｓｓ ｗｉｌｌ ａｆｆｅｃｔ ｕｒｂａｎ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ｗｏ ｐａｔｈｓ ｔｈａｔ ａｆｆｅｃｔ ｕｒｂａ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ｐａｃｔｎｅｓ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ｗｉｌｌ ｌｅａｄ 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ｗｈｉｌｅ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ｓｈｏｗ 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ｒｉ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ｉｒｓ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ｐａｃｔ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ｃｔ ｃｉｔｉｅｓ： ｈｉｇｈ⁃ｄｅｎｓ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ａ ｃｏｍｐａｃ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ｐａｃｔｎｅｓ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ｃｔ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ｈｉｇｈ ｌ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ｃｏｍｐａｃｔ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ｈｉｇｈ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ｇｏｏｄ ｒｏａｄ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ｔａ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ｕｓｅｓ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１０５ ｋｅ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４ ｔｏ
２０１６，ａｎｄ 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ｅｓｔｉｎｇ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ｔｅｓ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ｐａｃｔ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ｃｉｔｙ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ｐａｃｔｎｅｓｓ，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１）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ｎ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ｐａｃｔ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ｃｔｎｅｓｓ ｏｆ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 ｃｉｔｉｅ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２） ｕｒｂａ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ａｓ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ｐａｃｔｎｅｓｓ，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ｍｐａｃｔ ｃ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ｉｌｌ ｒｅｄｕｃｅ ｕｒｂａｎ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ｂｙ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ｌｓｏ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３） Ｔｈ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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